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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 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

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 基于 2019 年西安市 “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

查” 数据, 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 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 已育一孩夫妇

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 35,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

子女数分别为 1. 43、 1. 32 和 1. 29; 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

食成本为主, 其中 0—3 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 4—6 岁和 7—12 岁家庭则多为教育

成本; 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其中 0—3 岁家庭更多付

出的是时间成本, 4—6 岁和 7—12 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 养育成

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直接的教育成本、 娱

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 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 机会成

本、 人力成本会降低 0—3 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 教育成本、 机会成本会减少

4—6 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 7—12 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

人力成本的制约。 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也

为分类降低各项养育成本、 精准提升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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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生育政策历经多次调整与完善, 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和生育水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 1960 年

的 5. 76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1. 3[1-2] , 我国人口正面临 “低生育率陷阱” 的严峻挑战。 关于

低生育率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育龄妇女规模缩小、 婚育推迟等因素降低了总和生育率, 另

一方面则更多是因为育儿成本偏高加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顾虑, 进而降低了其生育意愿[3] 。
2021 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明确提出 “降低生育、 养育、 教育成本,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4] , 也表明育儿成本

过高已经成为阻碍人们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5] 。 因此, 在低生

育率背景下, 探讨养育成本如何导致育龄夫妇在生育问题上 “望而却步”, 不仅能从理论上

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认识, 而且也对分类降低养育成本、 提升生育意愿和稳定低

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中国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6] , 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已得到了广泛关注。 一些研究发现, 我国多数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工作生活比较紧张, 经济

压力大是居民生育意愿主要的限制因素[7] 。 具体而言, 生育孩子的经济成本、 心理成本[8] 、
机会成本[9] 、 家庭生活质量成本[10] 、 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11] 等均会显著降低育

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并且这些成本的分担在不同主体间具有不均衡性, 主要表现为家庭比企

业和政府承担的生育成本更多[12] 、 女性比男性承担的隐性成本更多[13] 等。 尽管上述经验

研究初步探讨了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但由于养育成本测算的复杂性以及生育意愿指

标的多元性[14] , 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 现有研究将养育成本置于生

育成本的概念框架下笼统地讨论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不仅忽略了养育成本与生育成

本的内在差异, 而且也容易因统计资料的误差而产生混淆结果甚至结论的风险; 其次, 现有

研究在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 大多聚焦于某项单一的养育成本如经济成本、 机

会成本等, 很少将其纳入完整的养育成本测度体系中进行分析, 难以比较不同成本间的内在

差异; 最后,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新家庭经济学的 “成本—效用” 理论来解释养育成本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 却较少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养育成本差异的角度来理解养育成本对生育

意愿影响的异质性, 这就导致我们对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 “经济负

担重” 的宽泛结论, 而忽视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养育成本高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效应。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主要关心的问题是: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 已育一孩夫妇养

育成本和生育意愿的总体状况如何? 身处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已育一孩夫妇在养育成本

和生育意愿方面存在何种差异? 各项养育成本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养育成本又是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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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 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首先, 在

传统新家庭经济学的基础上, 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引入生育意愿研究, 不仅有助于从静态角

度认识生育意愿的成本约束机制, 而且也能够从动态角度把握周期性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

影响机理。 其次, 在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 探索构建养育成本的

综合性测量指标体系, 并在生育意愿指标上采用 “现实条件下的打算 (生育) 子女数” 替

代 “假设条件下的意愿子女数”, 有利于推进养育成本和生育意愿测量指标体系的反思与改

进。 最后, 本研究发现了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异质性, 并且这种异质性在不同生命周

期的家庭中表现尤为突出, 有助于加深对低生育率背景下身处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已育一孩

夫妇生育意愿的认识与理解, 进而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态势。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从成本—效用分析到孩子需求理论的解释

经济学领域对生育意愿的研究, 主要回答的是 “经济理论与生育意愿及其行为的相关

性如何” 这一问题[15] , 成本—效用理论和孩子需求理论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理论[16] ,
两者都遵循一种成本与收益交换的逻辑。 成本—效用理论认为, 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子女或生

育多少子女, 取决于出生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效用或精神情感满足与抚育孩子付出的各项成本

之间的对比关系[17] 。 其中, 孩子的效用来自消费效用 ( consumption utility)、 工作或收入效

用 (work or income utility)、 保障效用 (security utility) 和家庭效用 (family utility), 而成本

则主要包括直接成本 (direct cost) 和间接成本 (indirect cost), 尤其间接成本可能比直接成

本更加重要[18-19] 。 伴随家庭收入的增加, 直接成本或间接成本在上升的同时也会导致孩子

边际效用的递减, 进而降低生育意愿。 因此, 无论抚养孩子的成本如何变化, 父母对孩子的

数量需求最终都会减少。
孩子需求理论在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父母在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

的权衡[20] 。 该理论认为, 育儿作为一种 “时间密集型活动” 和 “收入密集型活动” [21] , 迫

使父母在生育孩子的经济理性与心理满足间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的依据主要就在于 “净成

本” (net cost) 的高低, “子女的 ‘净成本’ ……等于预期支出的现值加上父母服务的估算

价值, 减去预期收益的现值加上子女服务的估算价值[22] ”。 当 “净成本” 为正值 (成本>
收益), 生育意愿较低; 当 “净成本” 为负值 (成本<收益), 生育意愿较高。 此外, 由于

“效用最大化” 原则要求额外孩子的边际收益与抚育孩子的 “净成本” 相等[23] , 因此父母

从孩子身上获得的心理满足将直接取决于他们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成本。 不论父母的收入是否

增加, 养育每个孩子成本的升高必然会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24] 。
成本—效用理论和孩子需求理论把家庭收入、 育儿经济成本、 陪伴时间成本、 母亲机会

成本等纳入生育决策的分析中, 从静态角度有效讨论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对生育意愿的降低效

应, 这种结论在加拿大、 意大利、 法国、 丹麦、 中国、 日本、 南非等多个国家都得到了实证

验证[25-31] 。 同时,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率转变, 一些学者近年还关注了房价、 个人税

负成本等对生育意愿及生育率的负向影响[32-33] 。 基于新家庭经济学成本与收益交换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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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孩子作为一项家庭事务[34] , 其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是生育决策的主要依据, 当夫妇感知

到的各项直接或间接养育成本越高、 效益越低, 则其生育孩子的风险就会更大、 顾虑就会越

多, 就越有可能拥有较低的生育意愿。 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 1a: 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越高,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越低。
假设 1b: 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越高,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越低。
2. 周期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family life cycle theory) 将家庭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 扩展、 稳

定、 收缩、 空巢和解体六个阶段[35] , 其相关时间序列事件可从形成 (婚姻)、 生育 (生育

孩子和抚养孩子) 和死亡三个部分考虑[36] 。 其中, 家庭的形成和父母的身份被认为是生命

过程中个人福利生产的工具性目标[37] , 特别是生育作为联结家庭生命周期扩展和稳定阶段

的重要生命事件, 不仅关系到家庭未来的福利收益与损失, 而且还将决定家庭内部的日常生

活情境[38] 。 因此, 分析不同家庭之间以及同一家庭内部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差异, 往往对考

察家庭生命周期的生育水平变动具有重要意义。
在家庭生命周期与生育意愿及行为关系的分析中, 相关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种路径: 一

种是从时期或队列的角度考察人口生育水平如何受到个体生命周期的影响, 尤其侧重于从女

性的生育周期分析家庭整体生育能力的变化, 如米诺 (Mineau) 等人发现摩门人 1800 年至

1869 年间出生的早婚女性比晚婚女性终身生育的子女数平均多 3 个左右[39] , 米诺和特鲁塞

尔 (Trussell) 发现母亲生育年龄增大会在生育周期内抑制生育率[40] ; 另一种则是使用父系

家庭生命周期指数估计父亲的年龄别生育率[41] , 或者通过观察母亲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

的生育意愿变化来获取 “真实” 的生育意图[42] 。
尽管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分析工具[43] , 通过分析生

育行为在家庭时序中的位置有助于厘清生育变迁背后的机制和原因, 但却很难从家庭内部看

到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是如何基于经济理性进行生育决策的。 就生育决策而言, 家庭生命周

期面临的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生育意愿[44] , 尤其是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引起的

预期经济风险将会制约家庭的生育选择[45-46] 。 研究表明,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扩展至稳定阶

段, 孩子年龄较大生成的 “替代劳动力” 使得母亲的照料时间减少[47] , 意味着母亲时间的机

会成本较低, 可能会提高生育意愿。 当前, 养育成本过高已成为我国生育意愿的主要限制因

素, 并且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伴随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增加[48] , 因而已育一孩夫妇可能会选择

在各项抚育成本相对较低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生育孩子。 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 2a: 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直接养育成本越高,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越低。
假设 2b: 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间接养育成本越高,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越低。
基于此,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三、 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来源于 2019 年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在陕西省西安市实施的 “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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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 该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宽松的配额抽样结合的方法:
首先, 根据 《西安市统计年鉴 2019》 中 2018 年全市及各区县常住人口数、 出生率、 生产总

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抽取西安市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区 (雁塔区、 未央区、 碑

林区、 长安区、 莲湖区), 然后按照计划的 1050 个样本向每个城区等额分配 210 个样本; 其

次, 根据各城区计划样本数确定街道抽样数量, 遵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在五个城区中分别

随机抽取 25 个街道; 最后, 根据计划样本数和抽取街道数, 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50 个样本,
并参照每个城区抽取街道的地理位置随机选取分布在该街道的儿童游乐场、 儿童公园等儿童

较为集中的场所, 对居住地在西安市且为本地户籍、 家中有一个 0—12 岁孩子的父亲或母亲

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 “现场发放问卷, 当场填答, 当场回收” 的方式进行, 共发放问

卷 1050 份, 实际回收 1030 份, 有效回答率为 98. 10%。 在剔除缺失值、 回答不符合逻辑等

情况的基础上, 最终选取了其中 969 个已育一孩夫妇家庭, 构成了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

数据。
2.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孩子的数量、 性别、 时间和动机等方面的期望、
态度或看法, 其中又以数量最为重要[49] 。 通常生育意愿数量维度的测量主要包括理想子女

数或 “假设条件下的意愿子女数” 两个指标, 由于理想子女数并不是人们 “想生的孩子

数”, 且离现实的生育意愿更远, 因而其测量效度要低于 “假设条件下的意愿子女数” [50] 。
在本研究中, 生育意愿主要通过打算 (生育) 子女数进行测量, 但在分析时并不是使用

“假设条件下的意愿子女数”, 而是通过询问被访者 “在综合考虑现实情况下总共打算生育

几个孩子”, 得到更接近现实生育意愿、 测量效度更高的 “现实条件下的打算子女数”。
(2) 主要自变量。 ①家庭生命周期。 按照儿童的成长心理发展规律以及教育体系关于

婴幼儿期 (0—3 岁)、 学龄初期 (4—6 岁) 和学龄期 (7—12 岁) 的划分标准, 依据调查

问卷中的一孩年龄将已育一孩夫妇家庭划分为 0—3 岁家庭、 4—6 岁家庭和 7—12 岁家庭,
以揭示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差异。 ②直接经济成本。 直接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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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付出的各项直接经济费用。 在本研究中, 直接经济成本主要包

括教育成本、 饮食成本、 服饰成本、 娱乐成本、 医疗成本、 亲子旅游成本等。 由于这些经济

成本的绝对数值较大, 并且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 因而在实际分析时将各项经济成本均转化

为自然对数。 ③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主要包括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 人力成本和休闲成本。
其中, 机会成本、 人力成本和休闲成本分别由被访者对 “在工作中, 因为照顾孩子导致了

我的工作出现短暂的中断”、 “照顾孩子导致自己作息时间混乱, 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
和 “因为照顾孩子而减少了正常的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活动” 的受影响程度进行评分 (0—
10 分), 评分越高, 表示相应的间接成本越高; 时间成本则反映了父母在养育孩子上花费的

时间情况, 主要通过询问被访者 “您平常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多少个小时” 得到。
(3) 控制变量。 ①性别。 性别为二分类变量, 以 “男性” 为参照。 ②年龄。 年龄主要

通过调查年份减去被访者出生年份得到, 为连续变量。 ③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是年龄与年龄

的乘积, 为连续变量。 ④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是一个包括 “高中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在内的四分类变量, 以 “高中及以下” 为参照。 ⑤家

庭经济条件。 家庭经济条件通过 “与当地平均水平相比, 您觉得您家经济条件属于什么水

平” 进行测定, 回答类别包括 “上等水平”、 “中等偏上水平”、 “中等水平”、 “中等偏下水

平” 和 “下等水平”, 分别记为 1—5, 数值越大, 则家庭经济条件越差。 ⑥婚姻满意度。 婚

姻满意度为定序变量, 包括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和 “很满

意” 五个序次, 分别记为 1—5, 数值越大, 婚姻满意度越高。 ⑦老年养老照料。 老年养老

照料主要是指被访者家中是否有需要被照料的老年人, 为二分类变量, 以 “无老年照料负

担” 为参照。 ⑧祖辈支持照料。 祖辈支持照料指的是双方如果再生育孩子, 其父母给予支

持照料孩子的可能性, 主要包括 “完全没有可能”、 “可能性很小”、 “可能性比较小”、 “可

能性一般”、 “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性很大” 6 个序次, 分别记为 0—5。 ⑨一孩特征。 一

孩特征主要包括一孩的性别 (以 “女孩” 为参照) 和年龄。 ⑩理想子女数。 理想子女数指

不考虑现实条件下想要生育的子女数量, 为连续变量。 理想性别偏好。 理想的子女性别偏

好主要包括 “男孩偏好”、 “女孩偏好” 和 “无偏好” 三个类别, 以 “无偏好” 为参照。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3. 分析方法及策略

为了全面了解和把握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及其差异, 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统

计和回归统计分析两种方法对一孩养育成本与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关系展开分析。 首先, 根

据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特征, 采用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来描述不同家庭在养育成本和生育

意愿方面的基本状况及其差异; 其次, 采用泊松回归 (Poisson regression) 分别建立全样本

回归模型和分家庭生命周期的分样本回归模型, 考察养育成本对不同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
采用泊松回归, 主要的考虑在于生育意愿是一个非负整数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数据分布不属

于正态分布而是偏态分布, 无法满足经典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假设, 因此使用泊松回归或负

二项回归更为合适。 通过进一步展开似然比检验, 泊松回归分析方法得到了支持, 故最终采

用稳健标准误建立泊松回归统计模型来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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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类别 / 属性 均值 / 频率 标准差 取值范围 样本量

生育意愿 打算子女数 1. 35 0. 61 1—5 969
家庭生命周期 0—3 岁家庭 32. 40 　 1—3 969

4—6 岁家庭 36. 43
7—12 岁家庭 31. 17

直接成本 教育成本 19182 21780. 34 0—230001 958
饮食成本 9271 13253. 97 0—240000 945
服饰成本 4332 4589. 66 0—36000 953
娱乐成本 3397 4606. 43 0—50000 948
医疗成本 4146 8045. 46 0—100000 942
旅游成本 6925 10134. 21 0—100000 950

间接成本 机会成本 6. 75 3. 34 0—10 969
时间成本 6. 24 6. 11 0—24 942
人力成本 6. 19 3. 50 0—10 969
休闲成本 4. 92 3. 06 0—9 944

性别 男性 34. 47 　 1—2 969
女性 65. 53

年龄 年龄 33. 66 4. 56 20—50 960
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16. 10 　 1—4 969

大学专科 23. 94
大学本科 46. 1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3. 83

家庭经济水平 上等水平 0. 62 　 1—5 969 

中等偏上水平 9. 20
中等水平 60. 60
中等偏下水平 24. 92
下等水平 4. 65

婚姻满意度 婚姻满意度 4. 03 0. 82 1—5 969
老年照料负担 有 49. 23 　 1—2 969

无 50. 77
祖辈支持照料 祖辈支持照料 0. 96 1. 67 0—5 969
一孩性别 男孩 54. 70 　 1—2 969

女孩 45. 30
一孩年龄 一孩年龄 4. 93 3. 01 0—12 969
理想子女数 理想子女数 1. 79 0. 61 1—5 960
理想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 8. 36 　 1—3 969

女孩偏好 12. 59
无偏好 79. 05

四、 结果与分析

1. 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的描述统计结果

(1) 基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生育意愿差异。 表 2 报告的是家庭生命周期与生育意愿

的方差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生育意愿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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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 具体而言,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的平均打算子女数分

别为 1. 43、 1. 32 和 1. 29, 说明现有一孩年龄较小的家庭, 其打算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Scheffe 多重比较检验表明, 在三组家庭中, 0—3 岁与 4—6 岁、 7—12 岁两个组别的家庭在

生育意愿方面的差异是显著的, 而 4—6 岁与 7—12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则没有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生育意愿

变量 属性 均值 标准差 F 值 多重比较

家庭生命周期 0—3 岁家庭 1. 43 0. 706 　 0—3 岁>4—6 岁∗
4—6 岁家庭 1. 32 0. 561 4. 37∗ 0—3 岁>7—12 岁∗
7—12 岁家庭 1. 29 0. 553 4—6 岁>7—12 岁 n. s

　 　 注:+ p<0. 1,∗p<0. 05,∗∗p<0. 01,∗∗∗p<0. 001, n.s (未达到显著水平) p>0. 05。

表 3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直接养育成本比较 元

变量
0—3 岁家庭 4—6 岁家庭 7—12 岁家庭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值 多重比较

教育成本 8201 12714. 46 26630 26409. 13 23571 18443. 27 81. 81∗∗∗ 0—3 岁>4—6 岁∗∗∗

0—3 岁>7—12 岁∗∗∗
4—6 岁>7—12 岁 n.s

饮食成本 10732 16564. 47 7506 7190. 09 9648 14201. 06 5. 27∗∗ 0—3 岁>4—6 岁∗∗
0—3 岁>7—12 岁 n.s
4—6 岁>7—12 岁 n.s

服饰成本 3993 4272. 94 4711 4619. 08 4275 4919. 34 2. 14n. s n.s
娱乐成本 2690 4546. 53 3712 4275. 82 3902 4995. 10 6. 47∗∗ 0—3 岁>4—6 岁∗

0—3 岁>7—12 岁∗∗
4—6 岁>7—12 岁 n.s

医疗成本 3845 7661. 49 4721 8951. 04 3787 7221. 97 1. 37n. s n.s
旅游成本 4546 7602. 31 9052 13024. 60 7229 7785. 24 17. 74∗∗∗ 0—3 岁>4—6 岁∗∗∗

0—3 岁>7—12 岁∗∗

4—6 岁>7—12 岁+

　 　 注:+ p<0. 1,∗p<0. 05,∗∗p<0. 01,∗∗∗p<0. 001, n.s (未达到显著水平) p>0. 05。

(2)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直接养育成本差异。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直接养育成本差异

比较结果表明 (见表 3), 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在养育一孩方面存在教育成本、 饮食成本、
娱乐成本和旅游成本的差异。 从教育成本来看,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每年的平

均教育花费分别为 8201 元、 26630 元和 23571 元, Scheffe 多重比较检验表明, 4—6 岁和

7—12 岁家庭的教育成本比 0—3 岁家庭分别高出 18429 元、 15370 元, 而 4—6 岁和 7—
12 岁家庭之间的教育成本不具有明显差异。 在饮食成本方面,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

家庭的平均饮食和营养费分别约为 10732 元、 7506 元和 9648 元, 不同家庭的饮食成本呈现

出一种 “U” 型结构, Scheffe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 0—3 岁比 4—6 岁家庭的平均饮食费

用要高出 3226 元, 而 0—3 岁与 7—12 岁家庭、 4—6 岁与 7—12 岁家庭间的饮食成本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在娱乐成本方面,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每年花费在

孩子身上的平均日常 “陪玩” 经济成本分别为 2690 元、 3712 元和 3902 元, Scheffe 多重比

较检验结果表明, 0—3 岁比 4—6 岁、 7—12 岁家庭的娱乐成本分别低出 1022 元、 12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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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4—6 岁与 7—12 岁家庭的娱乐成本则不具有显著差异。 从旅游成本来看, 0—3 岁、 4—
6 岁和 7—12 岁家庭每年的平均旅游成本分别为 4546 元、 9052 元和 7229 元, 各个阶段家庭

的旅游成本表现为一种倒 “ U” 型结构。 Scheffe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 0—3 岁比 4—
6 岁、 7—12 岁家庭的旅游成本分别低出 4506 元、 2683 元, 而 4—6 岁比 7—12 岁家庭要高

出 1823 元。
(3)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间接养育成本差异。 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间接养育成本来

看 (见表 4), 不同家庭在养育一孩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间接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 人力成本

和休闲成本的差异。 具体而言, 在机会成本方面, 7—12 岁家庭的机会成本在 0. 1 的置信水

平上表现得比 4—6 岁家庭的机会成本更高, 更容易面临工作中断的风险; 而其他两组家庭

的机会成本则不具有显著差异。 就时间成本而言,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每天陪

伴孩子的平均时长分别为 7. 72 小时、 5. 56 小时和 5. 20 小时, Scheffe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

明, 0—3 岁家庭陪伴孩子的日均时间比 4—6 岁和 7—12 岁家庭分别高出 2. 16 小时和 2. 52
小时。 在人力资本方面, 三组家庭的人力资本差异主要体现在 0—3 岁与 4—6 岁家庭、 0—3
岁与 7—12 岁家庭两个组别, 一孩年龄越大的家庭, 投入的人力成本也就越高。 此外, 从休

闲成本来看, 0—3 岁与 7—12 岁家庭仅在 0. 1 的置信水平上存在休闲成本的显著差异, 0—
3 岁家庭的休闲成本要高于 7—12 岁家庭。

表 4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间接养育成本比较

变量
0—3 岁家庭 4—6 岁家庭 7—12 岁家庭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值 多重比较

机会成本 6. 86 3. 37 6. 45 3. 42 7. 02 3. 16 2. 51+ 0—3 岁>4—6 岁 n.s
0—3 岁<7—12 岁 n.s
4—6 岁<7—12 岁+

时间成本 7. 72  7. 08 5. 56 5. 40 5. 20 5. 20 16. 38∗∗∗ 0—3 岁>4—6 岁∗∗∗

0—3 岁>7—12 岁∗∗∗
4—6 岁>7—12 岁 n.s

人力成本 5. 73 3. 72 6. 38 3. 43 6. 53 3. 25 4. 91∗∗ 0—3 岁<4—6 岁∗

0—3 岁<7—12 岁∗
4—6 岁<7—12 岁 n.s

休闲成本 5. 11 3. 14 5. 02 3. 04 4. 55 2. 94 2. 77+ 0—3 岁>4—6 岁 n.s 

0—3 岁>7—12 岁+
4—6 岁>7—12 岁 n.s

　 　 注:+ p<0. 1,∗p<0. 05,∗∗p<0. 01,∗∗∗p<0. 001, n.s (未达到显著水平) p>0. 05。

2. 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

我们使用泊松回归模型来估计各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

响, 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模型的因变量为生育意愿, 即 “现实条件下的打算子女数”。
表 5 中模型(1)—(3)建立了全样本回归模型, 以观察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

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变化; 表 6 中模型(4)—(6)是分样本的回归模型, 以观察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影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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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全样本回归模型

变量 类别 / 属性
(1) (2) (3)

β 值 Exp (β) β 值 Exp (β) β 值 Exp (β)
性别a 女性 -0. 021　 0. 979 0. 006 1. 006 -0. 012 0. 988
年龄 年龄 0. 003 1. 003 0. 005 1. 005 0. 006 1. 006
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 -0. 000 1. 000 -0. 001 1. 000 -0. 001 1. 000
教育水平b 大学专科 -0. 076∗ 0. 927 -0. 106∗ 0. 899 -0. 103∗ 0. 902

大学本科 -0. 103∗ 0. 902 -0. 137∗ 0. 872 -0. 136∗ 0. 87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0. 129∗ 0. 879 -0. 132∗ 0. 877 -0. 127∗ 0. 881

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经济条件 -0. 039∗ 0. 962 -0. 041∗ 0. 960 -0. 038 0. 963
婚姻满意度 婚姻满意度 -0. 009 0. 991 0. 001 0. 999 0. 009 1. 010
老年照料负担c 有老年照料负担 0. 009 1. 001 -0. 041∗ 0. 960 -0. 038∗ 0. 963
祖辈支持照料d 有祖辈支持照料 0. 150∗∗∗ 1. 162 0. 151∗∗∗ 1. 163 0. 151∗∗∗ 1. 163
一孩性别e 男孩 0. 035 1. 035 0. 034 1. 035 0. 021 1. 022
家庭生命周期f 4—6 岁家庭 -0. 023∗ 0. 977 -0. 011∗ 0. 989 -0. 008 0. 992

7—12 岁家庭 -0. 011∗ 0. 989 -0. 026∗ 0. 974 -0. 026 0. 974
理想子女数 理想子女数 0. 168∗∗∗ 1. 183 0. 108∗ 1. 114 0. 112∗ 1. 118
理想性别偏好g 男孩偏好 0. 006 0. 994 0. 001 1. 001 -0. 009 0. 991

女孩偏好 0. 046 1. 047 0. 076 1. 079 0. 064 1. 066
直接成本 教育成本对数 -0. 028∗ 0. 973 -0. 029∗ 0. 972

饮食成本对数 0. 015 1. 015 0. 010 1. 010
服饰成本对数 0. 007 1. 007 0. 014 1. 014
娱乐成本对数 -0. 014∗ 0. 986 -0. 013∗ 0. 988
医疗成本对数 0. 004 1. 004 -0. 002 0. 998
旅游成本对数 -0. 009 0. 991 -0. 004 0. 996

间接成本 机会成本 -0. 015∗∗ 0. 985
时间成本 -0. 001 0. 999
人力成本 -0. 096∗ 0. 990
休闲成本 0. 006 1. 001

Pseudo 

R2 0. 056 0. 058 0. 075
Log pseudolikelihood -1077. 733 -652. 423 -667. 61
Prob>chi2 0. 000 0. 000 0. 000
　 　 注: 1. + p<0. 1,∗p<0. 05,∗∗p<0. 01,∗∗∗p<0. 001; 2. a 以 “男性” 为参照, b 以 “高中及以下” 为参照, c 以 “无
老年照料负担” 为参照, d 以 “无祖辈照料支持” 为参照, e 以 “女孩” 为参照, f 以 “0—3 岁家庭” 为参照, g 以 “无
偏好” 为参照。

(1) 全样本的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 (1) 建立的是全样本的基准模型, 加入的是控制变

量。 结果表明, 教育水平、 家庭经济条件、 祖辈支持照料、 家庭生命周期、 理想子女数均对

生育意愿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教育水平来看, 相对于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的已育一孩

夫妇,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均会显著降低生育意愿, 这与国内大多

数调查研究得出的高学历会降低生育意愿的结论一致。 从家庭经济条件来看, 家庭经济条件

越差, 则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就越低。 在祖辈支持照料方面, 相对于没有祖辈支持照料

的已育一孩夫妇, 有祖辈支持照料会显著提高生育意愿。 就家庭生命周期而言, 相对于 0—
3 岁家庭, 4—6 岁和 7—12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显著降低。 在理想子女数方面, 理想子女数对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理想子女数越多, 则生育意愿越高。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直接经济成本, 结果显示,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

上, 教育成本和娱乐成本会显著降低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 也就是说, 倘若养育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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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和娱乐成本越高, 则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越低。 饮食成本、 服饰成本、 医疗成

本、 旅游成本对生育意愿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纳入直接经济

成本变量后, 老年照料负担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
这表明, 相对于没有老年照料负担的已育一孩夫妇, 有老年照料负担的夫妇将会明显降低生

育意愿。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纳入间接成本, 结果显示, 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对已

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时间成本和休闲成本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具体来看, 机会成本会显著降低生育意愿, 机会成本越高, 则生育意愿越低; 人力成本也对

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人力成本越高, 则生育意愿也就越低。 也就是说, 在间接成

本中, 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均会降低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
(2) 分家庭生命周期的回归模型结果。 从 0—3 岁家庭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

看, 间接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会显著影响 0—3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 而各项直接经

济成本、 间接的时间成本和休闲成本则对其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
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会明显降低 0—3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 同时, 老年照料负担、 祖辈支持

照料和理想子女数也对 0—3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具体而言, 有老年照

料负担的 0—3 岁家庭生育意愿低于没有老年照料负担的家庭; 有祖辈支持照料的 0—3 岁家

庭在 0. 001 的置信水平上会显著提高其生育意愿; 在 0. 01 的置信水平上, 0—3 岁家庭的理

想子女数越多, 则生育意愿就越高。
从 4—6 岁家庭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 直接成本中的教育成本、 间接成本中

的机会成本会显著影响生育意愿, 而其他各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均不显

著。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 教育成本会显著降低生育意愿, 即 4—6 岁家庭面临的教育成本

越高, 则生育意愿就越低; 机会成本也会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降低生育意愿, 即 4—6
岁家庭面临的机会成本越高, 则生育意愿就会越低。 此外, 教育水平、 家庭经济条件、 祖辈

支持照料也对 4—6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相对于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的 4—6
岁家庭, 在 0. 01 的置信水平上, 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均会明显降低生育意愿;
家庭经济条件越差, 则 4—6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越低; 相对于没有祖辈支持照料的 4—6 岁家

庭, 在 0. 001 的置信水平上, 有祖辈支持照料会显著提升生育意愿。
从 7—12 岁家庭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 直接成本中的娱乐成本和间接成本中

的人力成本会显著影响生育意愿, 而其他各类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具体来看,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 7—12 岁家庭的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会明显降低城市已育一孩夫妇

生育意愿, 即 7—12 岁家庭的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越高, 则其生育意愿就会越低。 教育水

平、 祖辈支持照料和理想子女数也对 7—12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相对于教育水

平在高中及以下的 7—12 岁家庭,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上, 具有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会

显著降低其生育意愿, 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其生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影响; 相对于没有

祖辈支持照料的 7—12 岁家庭, 有祖辈支持照料的在 0. 001 的置信水平上会显著提升其生育

意愿; 在 0. 01 的置信水平上, 7—12 岁家庭的理想子女数越多, 其生育意愿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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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分家庭生命周期回归模型

变量 类别 / 属性
(4) 0—3 岁家庭 (5) 4—6 岁家庭 (6) 7—12 岁家庭

β 值 Exp (β) β 值 Exp (β) β 值 Exp (β)
性别a 女性 0. 115 1. 122 -0. 034 0. 966 0. 007 1. 007
年龄 年龄 -0. 006 0. 994 0. 010 1. 010 0. 004 1. 004
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 0. 000 1. 000 -0. 000 1. 000 -0. 000 1. 000
教育水平b 大学专科 -0. 000 1. 000 -0. 226∗ 0. 797 -0. 111∗ 0. 895

大学本科 0. 029 1. 029 -0. 279∗∗ 0. 756 -0. 109∗ 0. 89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0. 105 1. 111 -0. 313∗∗ 0. 731 -0. 067 0. 936

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经济条件 -0. 043 0. 957 -0. 067∗∗ 0. 935 0. 009 1. 010
婚姻满意度 婚姻满意度 0. 017 1. 018 0. 002 1. 002 -0. 035 0. 965
老年照料负担c 有老年照料负担 -0. 051∗ 0. 950 -0. 021 0. 980 -0. 012 0. 988
祖辈支持照料d 有祖辈支持照料 0. 166∗∗∗ 1. 180 0. 164∗∗∗ 1. 179 0. 139∗∗∗ 1. 150
一孩性别e 男孩 0. 073 1. 076 0. 004 1. 004 0. 011 1. 011
理想子女数 理想子女数 0. 286∗∗ 1. 331 0. 028 1. 029 0. 121∗∗ 1. 128
理想性别偏好f 男孩偏好 0. 150 1. 162 -0. 028 0. 972 0. 020 1. 020

女孩偏好 0. 006 1. 006 0. 112 1. 119 -0. 049 0. 952
直接成本 教育成本对数 -0. 002 0. 998 -0. 046∗ 0. 955 -0. 031 0. 970

饮食成本对数 0. 035 1. 035 -0. 010 0. 990 -0. 003 0. 997
服饰成本对数 -0. 027 0. 974 0. 021 1. 021 0. 102 1. 107
娱乐成本对数 -0. 018 1. 018 -0. 029 0. 971 -0. 055∗ 0. 946
医疗成本对数 0. 007 0. 993 -0. 014 0. 987 0. 017 1. 018
旅游成本对数 -0. 007 0. 993 0. 004 1. 004 -0. 010 0. 990

间接成本 机会成本 -0. 019∗∗ 0. 981 -0. 014∗ 0. 986 -0. 003 0. 997
时间成本 0. 001 1. 001 -0. 005 0. 995 0. 007 1. 007
人力成本 -0. 006∗ 0. 994 -0. 006 0. 994 -0. 013∗ 0. 988
休闲成本 -0. 004 0. 996 0. 005 1. 005 -0. 005 0. 995

Pseudo 

R2 0. 080 0. 062 0. 037
Log pseudolikelihood -164. 552 -286. 538 -196. 915
Prob>chi2 0. 000 0. 000 0. 000
　 　 注: 1. + p<0. 1,∗p<0. 05,∗∗p<0. 01,∗∗∗p<0. 001; 2. a 以 “男性” 为参照, b 以 “高中及以下” 为参照, c 以 “无
老年照料负担” 为参照, d 以 “无祖辈照料支持” 为参照, e 以 “女孩” 为参照, f 以 “无偏好” 为参照。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2019 年陕西省西安市五城区的抽样调查数据, 通过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

法, 探讨了不同阶段家庭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的差异以及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

的影响效应, 主要有如下两点研究发现。
第一,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和养育成本存在差异, 并且这种差异在不同生命周期阶

段的家庭中具有异质性。 在生育意愿方面, 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生育意愿为 1. 35, 0—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的平均打算子女数分别为 1. 43、 1. 32 和 1. 29。 也就是说, 多生意愿

最强烈的是 0—3 岁家庭, 这是因为 0—3 岁家庭一般处于生育旺盛期, 具备生育孩子的良好

身体素质, 而且也更容易得到祖辈支持照料, 因而往往拥有较高的生育意愿。 在养育成本方

面, 已育一孩夫妇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主要以教育成本、 饮食成本为主, 其中 0—3 岁

家庭多为饮食成本, 4—6 岁和 7—12 岁家庭多为教育成本; 间接成本最高的三项是机会成

本、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0—3 岁家庭付出的间接成本最多的是时间成本, 4—6 岁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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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家庭则主要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 这些结果与以往 “经济负担重”、 “照料压力

大” 的粗泛结论有所不同, 不仅通过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测算回答了 “经济负担到底有

多重”、 “照料压力到底有多大” 的问题, 而且还基于不同家庭的养育成本比较, 区分了 0—
3 岁、 4—6 岁和 7—12 岁家庭养育孩子 “经济负担重” 和 “照料压力大” 的内部差异性。

第二, 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直接的教育成本、 娱乐成

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上, 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各个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中

存在显著差异。 教育成本、 娱乐成本、 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均具有

明显的降低效应, 而 0—3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主要受间接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制约,
4—6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受直接教育成本、 间接机会成本的影响, 7—12 岁家庭的生育意愿则

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的启发意义在于, 一方面要坚持国家 “教育减负” 的大方向, 分类削减

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 持续降低儿童学龄前期和学龄期的教育成本; 另

一方面也要完善 “三孩政策” 配套措施, 尤其是要重点关注间接的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
从大力发展托幼托育机构、 加强女性生育就业保障、 探索祖辈支持照料模式等方面来尽可能

弱化因生育孩子导致年轻夫妇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不利影响。
总之, 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更多地是受到 “经济理性” 的制约, 即生育子女各项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权衡, 这也印证了以往研究 “经济理性影响多孩生育意愿” 的结

论[51] 。 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 尽管高养育成本是已育一孩夫妇低生育意愿的直接理由,
但这种高养育成本更多地是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育子女付出的间接成本较高造成的。 当然,
由于受到调查资料、 样本规模、 抽样方法和统计分析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 本研究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 本研究对各项直接经济成本的测算, 主要是通过自填法 (或自报法)
填写的具体数字, 尽管这种数据收集方式设计简单、 趋近现实, 但也存在测量结果的跳跃性

较大、 整体分布不均匀、 “特殊整数点堆积” 等风险[52] , 因此其具体的估计结果只是一个

参考, 而并非就是精确的估计值。 其次, 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是一个包含机会成本、 时间成

本、 心理成本、 生理成本、 闲暇成本等在内的复杂概念, 本研究考虑到各类间接成本的选择

性和内生性问题只选取了四类代表性的间接成本, 但这种变量的删失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现有

的理论积淀和主观经验判断, 可能会存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 需要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

作出科学合理的修正。 最后, 生育意愿特有的 “现实性” 表明生育意愿并非一个 “静态”
变量, 而是其本身就具有变动性, 但由于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是横向调查数据, 所以对于养育

成本对生育意愿变化的影响是否会伴随时间的推进而有所改变, 我们无法作出更加深入的讨

论, 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的探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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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low
 

fertility
 

rate,
 

the
 

high
 

cost
 

of
 

child-rearing
 

have
 

already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constraint
 

that
 

hinders
 

the
 

convers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into
 

actual
 

fertility
 

behavior.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urvey
 

of
 

Child-rearing
 

Cost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Xi’an
 

in
 

2019,
 

employing
 

the
 

method
 

of
 

variance
 

analysis
 

and
 

Poisson
 

Regression,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hild-rearing
 

cost
 

on
 

the
 

child-bearing
 

intention
 

of
 

couples
 

with
 

one
 

child,
 

which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new
 

family
 

economics
 

and
 

family
 

life
 

cycle
 

theor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ed:
 

the
 

average
 

number
 

of
 

intended
 

children
 

of
 

couples
 

with
 

one
 

child
 

is
 

1. 35.
 

Meanwhile,
 

the
 

average
 

numbers
 

of
 

children
 

planned
 

by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ged
 

0-3,
 

4-6
 

and
 

7-12
 

years
 

old
 

are
 

1. 43,
 

1. 32
 

and
 

1. 29
 

respectively.
 

The
 

direct
 

economic
 

cost
 

of
 

a
 

couple
 

with
 

child
 

is
 

mainly
 

related
 

to
 

education
 

and
 

food
 

costs,
 

among
 

which
 

food
 

costs
 

are
 

mostly
 

for
 

families
 

with
 

child
 

aged
 

0-3,
 

while
 

education
 

costs
 

account
 

for
 

majority
 

as
 

child
 

aged
 

4-6
 

and
 

7-12
 

years.
 

Indirect
 

costs
 

are
 

mainly
 

related
 

to
 

opportunity
 

cost,
 

time
 

cost
 

and
 

the
 

labor
 

cost,
 

among
 

which
 

the
 

families
 

with
 

child
 

aged
 

0-3
 

years
 

old
 

pay
 

more
 

time
 

costs,
 

whil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ged
 

4-6
 

and
 

7 - 12
 

years
 

old
 

pay
 

more
 

in
 

opportunity
 

and
 

labor
 

costs.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
 

of
 

rearing
 

costs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the
 

couples
 

with
 

one
 

child
 

intend
 

to
 

have.
 

Direct
 

education
 

costs,
 

recreation
 

costs
 

and
 

indirect
 

opportunity
 

costs
 

and
 

labor
 

costs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the
 

couple
 

with
 

one
 

child
 

plan
 

to.
 

The
 

planed
 

numbers
 

of
 

families
 

with
 

child
 

aged
 

0 - 3
 

years
 

old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opportunity
 

costs
 

and
 

manpower
 

costs,
 

meanwhile,
 

planed
 

numbers
 

of
 

families
 

with
 

child
 

aged
 

4-6
 

year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education
 

costs
 

and
 

opportunity
 

costs,
 

moreover,
 

planed
 

numbers
 

of
 

families
 

with
 

child
 

aged
 

7 - 12
 

are
 

mainly
 

constrained
 

by
 

recreation
 

costs
 

and
 

manpower
 

costs.
 

These
 

findings
 

will
 

help
 

improve
 

u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sts
 

of
 

child-rearing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as
 

well
 

as
 

provide
 

us
 

with
 

a
 

new
 

idea
 

to
 

reduce
 

family
 

costs
 

of
 

child -rearing
 

separately,
 

improving
 

fertility
 

intention
 

of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ife
 

cycles
 

prec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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